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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概念自正式提出以来已有 5 年之久。2017
年 3 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

组（IAEG-SDGs）以及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曾将可持

续发展目标确认为是包含 17 个发展目标、169 个

具 体 目 标 以 及 232 个 指 标 的 指 标 框 架（Indicator 
Framework），并将此成果形成决议（Resolution）于

2017 年 7 月提交联合国大会通过。根据决议精神，指

标框架的完善以年度修改（Refinement）和五年回

顾（Comprehensive Review）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且

框架需在第 51 届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和第 56 届联合国

统计委员会上接受全面的诊断和修订。在刚刚过去的

第 51 届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上，IAEG-SDGs 提交了包

含 36 处指标变化的提案，完成了对指标框架的修改，

形成了 2020 全面回顾下的新指标框架（表 1），在替

代、修改、增加以及删减指标的基础上，三级指标的

数量最终更新为 231 个。这是自 2017 年以来，首次

对指标框架进行“手术式”修正。此次修正最大的创

新在于：IAEG-SDGs 增补了 17.18.1 指标（Statistical 
capacity indicator for SDG monitoring）——为加强以

评估促进执行的效果，“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的统计

能力指标”被纳入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体系。由

此，可持续发展目标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然而，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框架的更新不代表可

持续发展目标执行方案的完善，在既有的全球政治经

济秩序下，目标执行的经验积累总是滞后于指标框架

的修正。过去，学者们更关心可持续发展目标本身存

在的内涵与边界的模糊性问题 [1-5]。但现在关注的问

题已经转向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执行的关键挑战是什

么，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 年至今，可

持续发展目标走过了第一个五年发展阶段，学术界

和实践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关于目标执行的知识和经

验。为回应联合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2020 全面回

顾下的阶段性需求，本文从目标间互动的综合性质出

发，回顾了关于目标间权衡和协同关系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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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梳理了既有研究中平衡目标间关系的评估方法以

及可以促进多目标实现的政策创新手段，同时总结了

影响监测评估和政策手段发挥作用的因素，并对未来

中国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了展望和建议。

1  可持续发展目标间关系

可持续发展目标间存在的复杂联动关系是影响目

标执行的关键挑战。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政治磋商的结

果，多目标间潜在的互动关系决定了 SDGs 无法逐个

或同时实现 [6]，追踪并理解目标间存在的协同和权衡

关系，对于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说意义重大 [7,8]。目

标协同指一个目标的实现可以同时促进另一个目标的

改善，专指目标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9]；目标权衡指一

个目标的实现以另一个目标的牺牲为代价 [10,11]，专指

目标间的相互冲突关系。国内对目标间关系的研究还

相对较少，下文将主要对目标间的权衡和协同关系做

简要的介绍。国际近几年的关于目标间关系的文献研

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目标：目标 1（消除贫困）、目

标 3（良好健康与福祉）、目标 6（清洁饮水与卫生设

施）、目标 7（廉价和清洁能源）、目标 9（工业、创

新和基础设施）、目标 12（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等。

1.1  部分目标间关系

目标 7（廉价和清洁能源）与具体目标间存在着

权衡或协同关系。目标 7（廉价和清洁能源）的内涵

为“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

能源”。该目标最终的目的在于结合其他目标能实现

更大的福利和福祉，能为可持续发展建立物质和社会

基础设施以及能实现自然环境的可持续管理。然而，

Nerini 等在识别 169 个具体目标的基础上指出：从内

容上看，169 个目标中有 113 个目标明确表示要采取

行动改变能源系统；但从实证上看，有 143 个目标存

在与目标 7 的协同关系，有 65 个目标存在与目标 7
的权衡关系 [12]。

目标 6（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可以带来权衡效

应也能带来协同效应。总体来看，目标 6（清洁饮水

与卫生设施）面临的问题较多，其不仅内部的具体目

标和指标之间存在相互的矛盾关系，与其他发展目标

也存在强烈的权衡关系。有研究指出，目标 6（清洁

饮水与卫生设施）在实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牺牲了目

标 7（廉价和清洁能源）、目标 9（工业、创新和基础

设施）的利益。若要解决这个问题，SDGs 的监测原

则需要进行重构，可能的解决方案要么来自制定出目

标实现的优先级，要么来自促使不同目标在制定和执

行时实现时间上的错位 [13]。但也有研究指出，目标

6（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可以带来积极的协同效应。

例如，以目标 6（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为代表的水、

卫生设施等环境健康风险因子的改善，可以有效降低

儿童死亡率（更高标准的教育和疾病控制目标可以更

大范围地降低儿童死亡率）[8]。生态环境目标与农业

灌溉目标存在冲突关系。维护河流生态系统是实现有

关水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提，但严格执行此类

目标政策可能会影响粮食安全。有研究通过对生态环

境 需 水 量（environmental flow requirements，EFRs）
的测算，证实当前全球 41% 的灌溉用水的使用建立在

牺牲 EFRs 的基础之上。如果将这些水重新分配给生

态系统，全球一半的灌溉农田将面临至少大于 10% 的

产量下降的威胁，在中亚或南亚，其损失将超过国家

总产量的 20%～30%。想弥补此类损失，改善灌溉习

惯是策略之一 [14]。

1.2  整体目标间关系

目标间的协同和权衡关系会在整体上限制目标 1
（消除贫困）的福利效应。换言之，目标 1（消除贫

困）作用的发挥受限于其他所有目标的互动。Barbier
和 Burgess 等曾以目标 1（消除贫困）为例，定量分

析了 2000—2016 年全球层面和低收入国家层面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测算了不同 SDGs 之间的互

动（权衡和协同）所产生的福利效应。研究指出，在

全球层面，2000—2016 年减贫率的人均福利变化（扣

除实现其他 16 个目标的任何收益或损失）为人均

12 737 美元，这是 2000—2016 年仅考虑减贫的人均

福利变化 5671 美元的两倍多；但在低收入国家层面，

同样考虑目标 1（消除贫困）与其他目标的互动之后，

表1  指标框架在2020全面回顾下的修改情况

类型 数量 编号 备注

替代 14 1.a.1、1.b.1、7.b.1、11.a.1、12.a.1、12.b.1、13.2.1、13.3.1、13.a.1、13.b.1、15.a.1/15.b.1、17.3.1、17.17.1、17.18.1 1.a.1替换原 1.a.3

修改 8 2.4.1、2.5.2、5.a.2、6.3.1、8.3.1、11.6.1、15.9.1、17.5.1 NA

增补 8 2.4.1、2.5.2、5.a.2、6.3.1、8.3.1、11.6.1、15.9.1、17.5.1 NA

删减 6 1.a.1（原）、4.2.1、8.9.2、13.3.2、17.6.1 4.2.1 删减部分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UNSD)，https://unstats.un.org/sdgs/iaeg-sdgs/2020-comprev/UNSC-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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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6 年低收入国家减贫的净福利变化为人均

244 美元，这几乎比仅考虑减贫的人均 299 美元福利低

20%。因此，总结来看，对于全球层面来说，目标间的

协同超越了目标间的权衡时，目标 1（消除贫困）的福

利变化会变多；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目标间的权衡

超越了目标间的协同时，目标 1（消除贫困）的福利

变化会变少 [9]。

目标 9（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和目标 12（负

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是可以带来系统性和整体性收益

的中心目标。一方面，Thacker 等指出，基础设施对

72%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存在影响，可直接或间接地决

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否能实现 [15]。Harris 等也单独证

实了目标 9（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和目标 3（良

好健康与福祉）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基础设

施决策中将健康和福祉问题视为基本的社会结果，会

有利于 SDGs 的实现 [7]。另一方面，Obersteiner 等则采

用综合性的建模方法发现，目标 12（负责任的消费和

生产）在制定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战略中占有

中心地位，围绕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政策构建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战略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环境问题转移，从

而解决争议已久的全球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冲突问题 [16]。

2  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估方法

目标间的复杂联系催生出了许多新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评估方法。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评估的问题上，

综合指数是常用的技术方法。SDGs 指数和指示板又

是评估国家 SDGs 基准的重要分析工具，其可以综合

17 个目标的国别可用数据，为每个国家实时提供实现

SDGs 进程的差距，并帮助决策者确定 SDGs 早期行动

的优先级、识别必须弥补的数据缺口 [17]。但随着研究

的深入，越来越多的 SDGs 的监测评估方法开始考虑

目标间相互依赖的综合性质，综合指数法和事前评估

法都开始关注多目标间本身存在的互动关系。

2.1  综合指数法

综合指数法（Composite Index）开始关注目标间

的平衡性关系。有研究指出，Jeffrey Sachs 等为观测目

标的实现程度而建立的 SDGs 指数虽然具有较强的对

比功能，但存在忽视 SDGs 内涵的平衡性和整合性问

题。为将不同目标的协同、权衡、领域（经济、社会

以及环境等维度）关系纳入考虑，Biggeri 等提出了调

整后的“整合可持续发展指数”（Integrat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I-SDI）。该指数基于“多维综合

指 标”（Multidimensional Synthesis of Indicators，MSI）

方法，解决了算术平均中维度间等价替代的问题与几

何平均中均值可能收敛至零的问题，同时照顾到了维

度间的异质性特点。此外，为了识别维度内目标的异

质性，其也开发了 I-SDI2，用于兼顾不同层间的异质

性 [18]。除建构 SDGs 自身的指数之外，采用 SDGs 的

关联指数来平衡目标内部的一致性关系也成了监测的

主要方法之一。Costanza 等认为可持续性的幸福感能

推动并引导社会变化，因此其探讨了多种将这种幸福

感的衡量与 SDGs 相关联的模式，通过讨论共识和方

案筛选，最终构建可以联结、补充 SDGs 的可持续幸

福感指数（Sustainable Wellbeing Index，SWI）[11]。

2.2  事前评估法

事前评估（Ex-Ante Evaluation）更加注重目标

间的整体评估。有研究具体应用过基于模型的预

测性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即 FEEM 可持续性指

数（Fondazione Eni Enrico Mattei Sustainability Index，

FEEM SI）。该方法首次尝试展示未来不同时空、不

同场景下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变化，并呈现出多

种特点：首先，此方法具有实现较大地理覆盖范围的

地缘意义，整合并建立了涉及全球范围不同领域（经

济、社会和环境）的多维关键指标体系；其次，模型

的基本框架是递归动态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能同

时观测多种指标自身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和平

衡关系，甚至能识别指标表现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

来源于政治目标的作用；最后，模型能综合考虑影响

可持续发展的三大主要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19]。在

识别目标的协同效应和平衡权重方面，有研究也采用

了多准则决策分析（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MCDA）的方法来处理竞争性的经济、环境、能源和

社会政策以及多元冲突的目标 [20]。

3  可持续发展目标政策手段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还需依赖各国主动创新政

策手段以改善绩效。出于研究目的或研究者的偏好，

相关研究对如何实现某些特定的目标展开了探索，这

些特定目标有目标 1（消除贫困）、目标 4（优质教

育）、目标 7（廉价和清洁能源）和目标 10（缩小差

距）等 [21-25]。但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较强的关

联性，在探索目标间关系的基础上，既有研究已经开

始总结可以促进多目标同时实现的政策机制，包括减

贫政策、减排政策（气候变化政策）、土地政策、清

洁生产以及多元利益主体协作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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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减贫、减排和土地政策

减贫政策有助于整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Joshi 等曾利用情景预测的方法，展示了未来几十年

政府治理（提供安全、能力建设和包容性）对发展的

影响，同时揭示亲贫困发展政策的治理能够促使 2030
议程早日实现 [26]。也有研究也指出，农业上的干预可

以带来家庭减贫，而家庭减贫能够改善人类健康、增

加教育机会、增强食品安全，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以牧民为例，牲畜是牧民及牧民家庭的重要资

产，牲畜疫苗接种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对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有正面作用。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相关疫

苗接种可以直接促进牲畜健康和生产力的提高，同时

间接影响家庭支出，增加其儿童教育、食品和健康上

的分配 [27]。

减排政策可以推动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Campagnolo 和 Davide 曾通过事前评估的方式，重点

预估了国家自主贡献（NDCs）中的减排政策（气候

变化政策）对目标 1（消除贫困）和目标 10（减少不

平等）的影响，从而回应一个终极问题，即气候变化

减缓政策是否总是与发展目标存在权衡的对立关系。

通过在模型中加入减排政策或替代性政策等条件后发

现，对于目标 1（消除贫困），减排措施的确会减慢消

除贫困的进程，且减慢的程度与减排的严苛程度呈正

相关；对于目标 10（减少不平等），减排政策与缩小

差距的对立性不强，但这也是在有限范围内而言，当

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资金来源于国际社会，不平等现象

就会在总体上稍有减少，资金规模对其也有影响 [28]。

此外，事关短期气候污染物的减排目标还可以有效实

现更多的发展目标 [29]。

土地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有天然的帮

助。国家层面综合性的土地资源管理（Integrated 
Landscape Management，ILM）和国土部门在促进可

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问题上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 [30]。

来自澳大利亚国土部门的经验揭示，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完成对全球减排行动、国土使用政策、生产增长率

以及土地使用变化的行为和能力较为敏感。尽管多目

标实现在资源受限的土地系统中存在权衡取舍现象，

但清洁能源、粮食系统和水资源管理等部门和机构协

助土地部门进行政策制定和协调时，土地部门的相关

目标可以更好地实现 [31]。

3.2  清洁生产和协作机制

清洁生产有助于实现目标 9（工业、创新和基础

设施）、目标 12（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和目标 15
（陆地生物）。清洁生产指通过环保方式，在提高生产

效率的同时降低生产对人与自然的风险。既有研究表

明清洁生产在实践中创造了经济和环境效益，但少有

研究将此效益与 SDGs 相关联。有学者以纺织业为案

例，研究了清洁生产的效益是否有助于落实可持续发

展目标。结果发现，清洁生产最终能推动目标 9（工

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目标 12（负责任的消费和生

产）和目标 15（陆地生物）的实现 [32]。其他研究也证

实了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可对目标 12（负

责任的消费和生产）和目标 15（陆地生物）产生正向

协同效应 [33]。

国际层面的多元利益主体协作机制对目标实现

有帮助。但推动实现 SDGs 的多元利益主体协作机制

（Multi-stakeholder Initiatives，MSIs）需要一种不同的

东道主类型——对话者（Interlocutor）。这一理念产生

于对哥斯达黎加、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和吉尔吉斯斯

坦 4 国的 MSIs 对比研究，在元研究层面为建立和运

营 MSIs 加入了新的理论维度。在一定意义上，只要

推动对“对话者”设定的认可和投入，多元利益主体

协作机制（MSIs）可以超越气候变化协作机制和千年

发展目标协作机制，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

力量 [34]。

4  影响监测评估和政策手段发挥作用的因素

尽管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评估方法和政策创新手

段在平衡目标间关系上取得了进步，但监测评估和政

策创新手段作用的发挥依然受制于许多因素。数据管

理和数据测量影响监测评估的效果，治理能力和减排

制度影响政策手段的效果。只有克服了这些外在约束

环境的挑战，监测评估和政策手段才能真正有效地发

挥作用。

4.1  数据管理和数据测量影响监测评估的效果

（1）数据的来源、供给和质量尤为重要，对它们

的管理直接影响目标的进程监测。从既有的全球和国

别监测评估来看 [35,36]，指标数据的供给和质量直接影

响国别监测的效果；而地区监测则常常因为指标数据

统计和供给的匮乏而止步不前 [37]。以目标 11（可持续

城市和社区）为例，有研究指出了这一世界上第一个

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USDG）的监测以及其作为政

策工具可能面临的困境。指标的选取、使用是阻碍这

一目标框架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具体表现为标准、

公开、可比的数据难以获取，缺乏数据收集机构，指



·9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评估与落实研究最新进展 —— 目标关系的视角     中国环境管理  2020 年第 6 期 

5  展望和建议

本文基于目标间关系的视角，梳理了有关目标间

权衡和协同关系的研究成果，并尝试总结了既有研究

中平衡目标间关系的监测评估方法以及可以促进多目

标实现的政策创新手段，以期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执行和落实提供借鉴。202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数评估报告出炉，中国得分 73.89，排名第 48 位，

还需继续补齐补强指标短板，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执行和落实。对于中国而言，本文认为未来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执行需要充分考虑目标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善于利用事前评估法加强对目标实现的预测能力，以

及充分利用国家中长期规划的作用来调动政策手段和

资源的投入，具体建议如下：

（1）确立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的整体关系。从

界定可持续发展测度的一般性范围来看，可持续发展

的三大维度（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非简

单、线性、可补偿的。但至今为止，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执行和落实尚未充分考虑这些维度间或目标间的复杂

关系。既有研究表明，目标间存在部分性和整体性的权

衡或协同关系，尤其可能存在强影响力的中心目标。从

目标执行的角度出发，中国应该利用既有数据，尤其是

“十三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确定中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间的整体关系，从而找到可以带来系统性和整

体性收益的战略中心目标，以在遵循目标间互动规律

的基础上，科学地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2）加强对目标执行和实现的事前评估能力。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发展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目

标各自的重要性以及实现进度开始受到各界的质疑。

202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评估报告指出，新冠

肺炎疫情对大多数 SDGs 产生了负面影响，具体来说，

对 SDG1、SDG2、SDG3、SDG8、SDG10 将 产 生 短

期高度负面影响，对 SDG4、SDG5、SDG6、SDG7、

SDG9、SDG11、SDG16、SDG17 将产生短期混合或

中度负面影响，对 SDG12、SDG13、SDG14、SDG15
的影响仍不清楚。因此，有必要加强全球健康风险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关系的研究，利用事前评估方法，科

学预测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执行的挑战和实现的

进展。事前评估方法不仅可以平衡目标和指标的互动

关系，还可以切换不同的时空和场景，对于后疫情时

代的 SDGs 的评估和落实意义重大。

（3）将更多本土化的 SDGs 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

发展规划。国家发展规划的定位和目标决定了国家的

意志和政策取向。政策手段的经验并不难总结，政策

标本地化问题具有复杂性 [38]。尼日利亚案例的研究表

明，国内的数据生产和数据管理制度，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障碍之一 [39]。

（2）目标监测往往与目标排名相伴而生，而目标

的排名受限于采用的方法和指标。目标排名往往用于

督促不同的国家积极承担 2030 议程的责任。但对于目

标排名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排名对指标和方法的选

择敏感性较高。相关研究详细对比了目标绩效中均值

测量（Simple Mean）、距离测量（Distance Measure）
和进展测量（Progress Measure）的不同以及设置不

同指标数量对于计算结果的影响，发现国家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相对排名基本取决于核算目标表现的方法和 
指标 [40]。

4.2  治理能力和减排制度影响政策手段的效果

（1）政策创新手段可以切实改善发展绩效，但治

理能力的不同限制其作用的发挥。国家在政策制定、

政策协同、综合性土地资源管理、数字化政府能力上

的差异本身会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和政策创新

效果。以数字化政府能力为例，相关证据表明，数字

化政府的变革和演变存在四个阶段（电子化政府、转

型化政府、参与感政府和情景化政府），而 87% 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当地政府具备最高阶的情景化政府

的能力。从全球实际的情况看，只有不到 31% 的国家

达到了第四个阶段，55% 的国家甚至还没有开启最初

始的阶段。可以说，目标预期（SDGs）和执行能力

（数字政府）之间的鸿沟已经影响了超过全球 69% 的

国家 [41]。Joseph 等也认为政府腐败和政府信息公开的

透明度会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进程 [42]。

（2）减排政策可以促进多目标实现，但既有减排

制度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并非天然契合。《巴黎协定》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s）的评估。博弈视角

下相似减排努力的安排是防止国家间搭便车的基石，

但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出现可能会影响相似性评

估。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估既有的减排制度安排与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这种关系成为可持

续发展目标领域的核心关切之一。最重要的问题是

NDCs 的减排安排与 SDGs 的减排安排是否具有一致

性。尽管有研究证实西非国家的 NDCs 和 SDGs 具有

一致性 [43]，但国别间的异质性和本身 NDCs 与 SDGs
的矛盾性尚未实证检验清楚。未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推进和减排数据的披露，这方面研究可以更加

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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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的落地却需要制度性保障。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

目标需要充分发挥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统筹与引领作

用。考虑到统计工作的固有限制、可持续发展目标与

实际可持续发展工作的不匹配，为使 2030 议程进一

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建议将更多 SDGs 指标纳入中央

和地方层面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升统计部门的数据

支撑能力，构建更合理、更具有政策指导性的本土化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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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pdated Research Progress of Eval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al Relationship
WANG Hongshuai1, DONG Zhanfeng2*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12, China)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als is an important challenge affe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trade-off and synergy relationship among goals, and tries to sort out the evaluation methods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al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the policy means that can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multi-goal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actors that may limit the role of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and policy mean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partial or holistic trade-off and synergy among the goals, and the evaluation methods represented by the Composite Index 
method and the Ex-Ante Evaluation method begi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lex linkag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als. As for the policy 
means, poverty reduction, emission reduction, land policy, cleaner production and Multi-stakeholder Initiatives are conducive to the overall 
realization of the goals. However, the role of evaluation is limited by data management and the choice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means is also be affected by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existing emission reduction institution 
to some extent. Finall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prospects and suggestions for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SDGs in the future, clarifying 
the overal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to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goals in advance; and bringing more localized SDGs indicators into the national medium-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
Keyword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goal relationship; monitoringandevaluation; policy means; literature research

中国沿海城市化推进对海洋污染的
影响及作用机制 

—— 基于面板空间计量方法

余璇 1，沈满洪 1,2*，谢慧明 1,2，王迪 1

（1. 宁波大学商学院，浙江宁波 315211；2. 宁波大学东海研究院，浙江宁波 315211 ）

【摘  要】 探究沿海城市化推进与海洋污染间的关系对沿海城市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沿

海46个地级市的海洋污染物浓度数据和遥感所得的夜间灯光亮度数据，运用面板空间计量技术从深度推进和广

度推进两方面系统考察了沿海城市化对海洋污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以紧凑集约为特征的城市化深

度推进与海洋污染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U形”关系，而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城市化广度推进只会单纯地加剧

海洋污染。城市化深度推进会通过集聚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对海洋污染产生积极影响，而城市化广度推进过程

中所带来的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加剧海洋污染，此外产业结构和绿色技术未能转型升级也是城市扩张加剧海洋污

染的关键因素所在。本研究提出在海洋环境管理过程中，一是要加强区域合作，实现海洋污染的区域联防联控；

二是应注重城市的紧凑集约化发展，发挥沿海城市化推进对海洋污染防治的正外部性影响；三是需推进海洋经

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污染的脱钩。

【关键词】 沿海城市化；海洋污染；绿色发展；空间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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